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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密度对居民通勤时耗的影响及条件效应
——来自上海证据

孙斌栋，尹春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摘要摘要：基于上海市1 605个居民抽样样本，利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街道尺度人口密度对个体居民通勤

时耗的影响及条件效应。在控制了个体社会经济属性、通勤方式和其他建成环境要素后发现，高人口密度总体

上会增加居民通勤时耗，而且其作用是有条件的，主要受“设计”“地铁站可达性”“到就业中心距离”和“通勤方

式”的调节。具体而言，提高街道路网密度和高速路密度，缩短居住地到就业中心距离，提高地铁站密度，鼓励居

民采用地铁方式通勤，减少小汽车使用，都可以显著降低人口密度对通勤时耗的增加作用。因而，通过优化城市

建成环境和调节人口密度来降低过长的通勤时耗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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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高速发

展，以通勤时耗增加为标志的城市交通拥堵问题

日益凸显。城市地理学家和城市规划工作者提出

新城市主义、精明增长等理论，力图从优化城市土

地利用空间结构和建成环境的角度来改善城市交

通环境，促进职住平衡，缩短通勤距离和时耗，缓

解城市交通问题。

人口密度作为建成环境要素中最重要的指

标，其对通勤时耗的影响却仍未得到一致结论[1]。

西方学者普遍发现，高人口密度与平均通勤时耗或

个体通勤时耗呈负向关联[2~4]。其原因被认为是,在

高人口密度地区，居民更可能在附近找到工作[5]。

有学者对北京市通勤者的研究也发现高人口密度

与通勤时耗显著负相关[6,7]。另一方面，也有西方

学者认为，过度密集会导致交通集中化，造成交通

拥堵，延长通勤时耗[8,9]，一些学者对广州和上海的

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 [10,11]。也有学者认为人

口密度对通勤时耗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如存

在“U”型关系[12]。还有学者对北京市通勤者的通

勤时耗研究发现，人口密度对通勤时耗的作用并

不显著，其原因被认为是过度集中产生的拥堵效

应与由高密度带来的目的地邻近效应相抵消[13]。

已有文献在探讨人口密度对通勤时耗的影响

时，对人口密度的条件效应缺乏关注。早在 1961

年，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就认为，人

口密度对个体出行行为的作用，受到其他因素很

大的影响，“一个住宅区的住宅密度不管有多高，

如果因为其他方面因素的不到位而阻碍或压制了

多样性，那么密度再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尽管

这样，……如果没有这个条件（高密度），促进多样

性产生的其他因素也就不会有什么作用”[14]。Han-

dy指出，“恐怕不是密度，可能是伴随密度的其他

因素对通勤行为产生作用”[15]。一些学者也认为，

人口密度本身的作用可能不大，而是人口密度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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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变量（如公交可达性）或与人口密度相伴随的其

他因素在起作用[16, 17]。但有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

因素后，密度本身对出行模式就有重要影响[18]。由

于对密度本身作用的不确定，已有文献在尝试解

释人口密度对个体通勤行为的作用机制时，主要

认为密度的作用是依赖于建成环境的其他因素，

而不仅仅是其本身的作用，如高密度周边伴随设

施邻近而更可能实现职住平衡，利于步行、公交的

环境而促进非机动化的出行方式[6,19]，或认为高密

度带来的交通拥堵延长了通勤时耗[10,11,20]。

可以发现，目前人口密度与个体通勤时耗的关

系尚没有明确的结论，且其条件效应被忽略，这可

能会影响规划的成效。再者，中国城市与西方国家

城市建成环境特征具有明显差异，尤其体现在人口

密度上。因而，通过对中国城市人口密度与居民通

勤时耗关系的进一步探讨，检验人口密度对通勤时

耗的作用是否受其他建成环境要素的影响，有助于

为中国城市规划实践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11 数据来源、模型设置与变量说明

11..11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2013年“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调查”

（FYRST-2013）上海调查数据。该调查由复旦大学

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主持，以1980~1989年出生

的一代人（简称80后）为跟踪主体，采用分层、多级

概率抽样设计，在上海市范围内抽取40个街道（镇）

80个居（村）委会3 311个家庭，正式入户调查完成

问卷2 774份，共回收有效问卷2 367份[21]。80后群

体经历了单位制度的解体，正处在人生的重要转折

阶段，这部分人群的通勤行为更能反映建成环境对

新兴一代居民的普遍影响。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也表明，上海约1/3的家庭中有80后群体，因此这部

分样本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本文研究区域为上海

市辖区，剔除样本缺失值和崇明岛样本后，本文的

工作样本为1 605人，其所在街道（镇）见图1。

11..22 模型设置模型设置

居民通勤时耗主要受街道建成环境、个体通

勤方式和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影响（图 2）。由于居

民和街道是一种嵌套关系，即居民居住在街道中，

故采用多层次模型进行分析。本文主要关注高层

次人口密度变量对低层次的个体通勤时耗的直接

影响和条件效应，将个体层变量作为模型的控制

变量纳入模型，旨在得出一般性的均质结论。在

控制了个体层变量后，认为建成环境要素对居民

通勤时耗在各个街道的影响斜率是一致的，其差

别只体现在截距上，故仅考虑随机截距模型，模型

设置如下：

Cij =(β0 + β1B0j + β2Mij + β3Sij) +(μ0j + εij) （1）

式中，Cij代表居住于 j街道 i个体的通勤时耗，是固定

效应部分与随机效应部分之和。第一个括号中的各

成分是模型的固定效应部分，B0j代表第 j个街道的建

成环境变量，Mij代表居住于 j街道 i个体的通勤方式

变量，Sij代表居住于 j街道 i个体的社会经济属性变

量，β是回归系数。其中，β0代表总截距（总体平均

值），是固定参数；β1、β2、β3分别是建成环境变量、通勤

方式变量、社会经济属性变量的回归系数。第二个

括号中的各成分是模型的随机效应部分，其中，μ0j

图1 抽样街道（镇）及街道（镇）中心点

Fig. 1 The distribution of sample and the center of streets in 2013

①是人口密度对个体通勤时耗的主效应；②~⑥分别是人口密度在

多样性、设计、公共交通可达性、到就业中心距离和个体通勤方式

条件下对个体通勤时耗的条件效应

图2 研究分析框架

Fig. 2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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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第 j个街道的截距到总截距β0的距离，是街道

层次的随机变量，反映了组间变异的大小；εij代表

居住于 j街道 i个体到 j街道截距的偏离，也就是常

见的随机误差项，反映了组内变异的大小。

11..33 变量说明变量说明

1.3.1 个体层变量

模型因变量为居民个体通勤时耗。在数据处

理中，为了防止异常值影响研究结果，对该变量进

行2.5%双侧缩尾处理，并在进行回归时，对其取对

数。在工作样本中，平均通勤时耗为49.64 min，与百

度“我的2014年上班路”上海市平均的51 min通勤

时耗十分接近[22]，可以认为研究所用的“80后”样本

基本可以反映上海市居民普遍的通勤时耗现状。

通勤方式包括步行、自行车、电动车、公交车

（含单位班车）、地铁和小汽车（含出租车）6 种方

式。使用公交车和地铁方式通勤的比重高达

54.71%，说明样本主要采取公共交通方式通勤；除

步行外，自行车、电动车、公交车和小汽车4类路面

通勤方式，占到了64.05%，说明居民通勤活动主要

发生在路面。从单趟单方向平均通勤时耗来看，

步行最短，为 17.9 min，其后依次是电动车（24.2

min）、自行车（28.1 min）、小汽车（35.1 min），而公

交车和地铁的平均通勤时耗最长，分别为65.7 min

和 71.6 min，远高于其他通勤方式。值得一提的

是，在理论上，通勤方式和通勤时耗可能存在双向

因果，因为不同通勤方式因其速度不同会影响通

勤时耗，而通勤时耗也会促使居民对其通勤方式

进行调整[23]。但本文采用的是截面数据，所汇报的

通勤时耗一定是其当前采用的通勤方式的结果，

故不存在双向因果问题。

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包括性别、年龄、户口、受教

育年限、年收入、已婚或同居、孩子数、租房。研究

样本中，男女比例相当，平均年龄在28岁，有上海户

口占78%，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 a，接近专科学历，

年收入平均在6.2万元，已婚或同居居民占52%，还

没有子女的居民占61%，22%的居民租房居住，这些

都基本符合上海市“80后”的社会经济属性现状。

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对年收入加1后取对数。

1.3.2 街道层变量

样本分布在上海市 37个街道，建成环境变量

除了核心关注的人口密度外，还包括土地混合度、

路网密度、高速路密度、公交站密度、地铁站密度、

到最近就业中心距离。研究样本街道平均人口密

度 1.87 万人/km2，平均土地混合度为 0.55，路网密

度平均为4.30 km/km2，高速路密度平均为0.94 km/

km2，公交站密度均值是 19.36个/km2，地铁站密度

均值是0.37个/km2，平均到就业中心距离8.32 km。

人口密度依据街道常住人口数量除以街道行

政面积计算得到，由于街道尺度常住人口数据只

在普查年份统计，故采用 2010年上海市第六次人

口普查数据。

多样性通过土地混合度反映。土地混合度

（MIX）反映了街道内设施多样性的情况，其表达

式[24]为：

MIX = 1 -
∑k = 1

11 |
|
|

|
|
| Nk

N - 1
11

2 （2）

式中，Nk是街道内设施 k的数量，N是街道所有设

施的数量，值越大说明土地混合度越大。11类土

地利用设施包括了政府机构、医院、学校科研院

所、宾馆酒店、公司企业、公园广场、餐饮娱乐、商

业大厦、银行、零售行业和其他设施[25]。

设计包括了路网密度和高速路密度两个指

标，分别将街道内主要道路里程、高速路里程除以

街道行政面积计算得到。公共交通可达性通过公

交站密度和地铁站密度反映，分别将街道内公交

站点个数和地铁站点个数除以街道行政面积计算

得到。到就业中心距离用街道几何中心点（图 1）

到最近就业中心的直线距离表示，反映居民跨街

道通勤可能的通勤距离。就业中心包括外滩街

道、潍坊新村街道、沪东新村街道、安亭镇、新成路

街道、颛桥镇、江川路街道、莘庄镇、松江工业区、

石湖荡镇、廊下镇，共11个就业中心[26]。

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对所有街道建成环境变量

都取对数，最小值存在0值的变量，加1后取对数。

22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零模型结果显示，街道之间的变异值为 0.150

（t=3.846），十分显著，说明街道层次对解释个体通

勤时耗具有重要意义。零模型组内相关系数

（ICC）为19.6%，属于高强度关联，即认为个体通勤

时耗中约有 19.6%的变异来自于街道层次，其余

80.4%来自于个体层次。由此可见，个体层和街道

层因素都是解释居民通勤时耗的重要因素，虽然

个体层更重要一些，但街道层因素的作用仍不能

忽视。此外，研究样本在每个街道平均为43.4个，

满足多层次模型对样本量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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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显示了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的分析结

果。模型1是基础模型，模型2~7分别加入密度与

其他建成环境及通勤方式的交互项以检验条件效

应，土地混合度、公交站密度和公交车通勤方式分

别与密度的交互项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限于

篇幅在这里没有报告其结果。

模型1是基础模型的回归结果，在控制了通勤

方式和社会经济属性后，街道建成环境中人口密

度和到最近就业中心距离均呈正显著，这证明了

中国城市人口密度对通勤时耗的影响规律确实不

同于西方。可能的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街道人

口密度高，具有通勤需求的人口基数大，在通勤高

建成环境

人口密度

土地混合度

路网密度

高速路密度

公交站密度

地铁站密度

到最近就业中心距离

条件效应

人口密度×路网密度

人口密度×高速路密度

人口密度×地铁站密度

人口密度×到最近就业中心距离

人口密度×地铁方式通勤

人口密度×小汽车方式通勤

通勤方式（以步行为参照）

自行车

电动车

公交车

地铁

小汽车

个体社会经济属性

男性

年龄

上海户口

受教育年限

年收入

已婚或同居

孩子数

租房

常数项

街道间变异

街道内变异

Log likelihood

chi2

ICC

模型1

0.143*

0.019

0.076

-0.004

-0.026

-0.241

0.101**

0.532***

0.482***

1.241***

1.330***

0.614***

0.037

0.020***

0.068

0.028***

0.003

-0.005

-0.016

0.017

1.429***

-1.821***

-0.428***

-1613.710

823.007

0.058

模型2

0.317**

-0.025

0.069

-0.055

-0.092

-0.077

0.116***

-0.114*

0.533***

0.480***

1.241***

1.331***

0.613***

0.037

0.020***

0.069

0.028***

0.003

-0.006

-0.017

0.016

1.649***

-1.871***

-0.428***

-1612.218

835.405

0.053

模型3

0.236***

0.157

0.014

0.148

-0.033

-0.196

0.099**

-0.214**

0.531***

0.480***

1.240***

1.331***

0.612***

0.037

0.020***

0.064

0.028***

0.003

-0.007

-0.018

0.011

1.412***

-1.919***

-0.428***

-1610.881

847.793

0.048

模型4

0.238***

-0.169

0.102

-0.080

-0.088

0.500

0.124***

-0.605**

0.539***

0.489***

1.243***

1.328***

0.620***

0.035

0.020***

0.071

0.027***

0.003

-0.007

-0.014

0.020

1.595***

-1.943***

-0.428***

-1610.788

852.438

0.046

模型5

-0.057

0.203

0.093

-0.061

-0.047

-0.127

0.140***

0.094*

0.532***

0.479***

1.242***

1.329***

0.615***

0.037

0.020***

0.069

0.028***

0.004

-0.006

-0.015

0.022

1.299***

-1.886***

-0.428***

-1612.003

838.650

0.051

模型6

0.175**

0.065

0.088

-0.013

-0.040

-0.216

0.110***

-0.149***

0.539***

0.497***

1.245***

1.433***

0.628***

0.043

0.019***

0.064

0.026***

0.003

-0.000

-0.010

0.014

1.459***

-1.904***

-0.430***

-1608.375

852.458

0.050

模型7

0.132*

0.030

0.079

-0.006

-0.029

-0.242

0.102**

0.079**

0.529***

0.468***

1.241***

1.339***

0.638***

0.040

0.019***

0.070

0.029***

0.003

-0.006

-0.015

0.020

1.424***

-1.831***

-0.429***

-1611.505

830.918

0.057

表表11 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结果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样本量样本量：：16051605））

Table 1 The estimation results of multilevel models (sample size: 1605)

注：* P < 0.10, ** P < 0.05, *** P < 0.01；空白项为无数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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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期时更可能造成拥堵，延长通勤时耗[10]。其次，

高人口密度也可能在通勤高峰时段带来大量非通

勤目的的出行活动，如通学、就医、外出办事等，这

些都可能增加道路拥挤情况，延长通勤时耗。在

实证分析中，还尝试加入了人口密度的二次项探

讨人口密度对通勤时耗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

但并不显著。居住地到最近就业中心距离与通勤

时耗呈正相关，说明距离就业中心越远，居民通勤

时耗越长。

模型 2和模型 3检验了“设计”对人口密度作

用的条件效应，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了人

口密度与路网密度的交互项、人口密度与高速路

密度的交互项，两者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

符号都为负，说明路网密度和高速路密度都可以

降低人口密度对通勤时耗的增加作用。在土地较

少用于道路交通的中国城市背景下，路网密度提

高了道路通达性水平，有助于提高交通速度[27,28]；

当局部路段拥堵时，居民可以根据实时路况灵活

选择更便捷的通勤路线，使通勤人口在路面上分

布更分散，降低高人口密度带来的无序拥堵，缩

短通勤时耗。高速路作为立体交通，其修建开拓

了更多的可利用空间，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车速

高，可以使居民更快到达目的地；同时，高速路密

度的提高，也能分流一部分路面交通，这些在一

定程度上都能降低高人口密度的对通勤时耗的增

加效应。

模型 4检验了“公共交通可达性”对人口密度

作用的条件效应，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人口密

度与地铁站密度的交互项，系数符号为负，说明人

口密度对通勤时耗的增加作用会因地铁站密度的

提高而降低。原因可能是，地铁将大量通勤个体

引入地下空间，分担了路面人口密度，进而降低了

高密度带来的高通勤时耗。检验“公共交通可达

性”时，还尝试在模型 1基础上加入人口密度与公

交站密度的交互项，其符号为负，虽然符合预期，

但并不显著。可能是由于目前上海并没有真正实

现公交优先，且公交车因其自身车辆性质（如车速

较慢、绕路等）而处于竞争劣势，在通勤高峰时间，

其速度甚至不及自行车，因而不能对人口密度产

生条件效应。

模型 5检验了“到就业中心距离”对人口密度

作用的条件效应，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人口密

度与到最近就业中心距离的交互项，结果呈正显

著，但此时，人口密度一次项不显著，进行对中处

理后，仍不显著。这说明，人口密度的主效应被人

口密度与到最近就业中心距离的交互项所承担，即

人口密度作用的前提是职住距离的存在，随着到最

近就业中心距离的增加，人口密度对通勤时耗的增

加效应越强。可能的原因是，职住距离的增加使一

定地域空间的通勤量增加，进而导致通勤密度上

升，造成通勤时耗的增加。这样的结果在一定程

度上也支持了雅各布斯和Handy的观点[14,15]，即控

制了人口密度发挥作用的条件后，人口密度本身

的独立作用会减弱。

模型6和模型7检验了“通勤方式”条件，在模

型 1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了人口密度与地铁方式通

勤的交互项、人口密度与小汽车方式通勤的交互

项，两者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前者为负，后者为

正。这说明，使用地铁方式通勤可以减少地面交

通流而降低人口密度对通勤时耗的增加作用，而

使用小汽车方式通勤则会加剧道路拥挤，强化人

口密度对通勤时耗的增加作用。本文还检验了人

口密度和公交车方式通勤的交互项，但没有通过

显著性检验。

此外，在模型1的基础上尝试加入了人口密度

与土地混合度的交互项，以检验“多样性”对人口

密度作用的条件效应，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且系数符号为正。由此可见，“多样性”条件并不

被支持。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土地混合度的增加，

设施的便利和邻近也可能增加通勤时非通勤目的

的出行人口；同时，在高土地混合度的街道，居民

出行更可能是多目的出行链，通勤目的地只是其

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可能增加通勤密度和居

民通勤时耗[29]。因此，“多样性”条件还有待进一步

验证。

就个体社会经济属性而言，年龄和受教育年

限与通勤时耗均呈正显著，说明 80后群体（24~35

岁）随着年龄和受教育年限的增加，通勤时耗也随

之增加。西方研究表明年龄与通勤距离呈倒U型

关系，即在 35岁之前，随着年龄增加，通勤距离逐

渐提高[30]，而通勤距离与通勤时耗存在明显的正向

关联，因而西方这一研究结果跟本文结论是一致

的。有关中国城市的研究也发现，30岁左右的居

民通勤时耗最长，并认为这可能是缺乏一定工作

经验和物质基础造成的[31, 32]，随着年龄的增加，在

事业上升期的80后群体更可能为寻求更好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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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收入，承担更长的通勤时耗。

关于受教育年限，西方研究同样表明，受教

育水平越高的居民对于收入要求也高，因而为了

寻求更高的收入，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找适合

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一般性工作对教育水平

要求不高，在空间上分布更为普遍，而要求职工

有较高教育水平的工作相对较少，因而在空间上

分布更为分散，这也增加了高教育水平居民的通

勤时耗[20]。

33 结论与启示

较高的人口密度是中国城市建成环境有别于

西方的重要特征之一，其与个体通勤时耗的关系

尚存争议，已有研究也忽视了人口密度的作用可

能依赖于其他建成环境要素和个体通勤方式的

作用。本文基于上海个体样本的实证结果发现：

1 中国城市高人口密度总体上增加居民通勤时

耗；2 中国城市人口密度对通勤时耗的作用是有

条件的，主要依赖于“设计”“地铁站可达性”“到就

业中心距离”和“通勤方式”，具体而言，提高街道

路网密度和高速路密度，缩短居住地到就业中心

距离，提高地铁站密度，鼓励居民采用地铁方式通

勤，减少小汽车使用，都可以显著降低人口密度对

通勤时耗的增加作用。

鉴于通勤时耗对于人口密度及其条件效应变

化的敏感，通过优化城市建成环境和调节人口密

度来减轻拥堵带来的通勤时耗过长是可行的。因

此，要把城市空间规划与交通问题解决统筹考

虑。首先，要明确高密度发展是促进紧凑而不是

过度集中，要保持适度规模，人口密度过大的城市

应适机向多中心转型。其次，尽管实现完全的职

住平衡有很大难度，但职住平衡仍有助于缓解长

距离通勤带来的高通勤时耗，在具体实施中应注

意数量平衡和结构平衡并重。第三，坚持加大轨

道交通和高速路建设力度，鼓励地铁方式通勤，在

当前国家内需不足，急需投资刺激的大背景下，建

设轨道交通和高速路正当时机。

本研究为人口密度与通勤时耗的关系提供了

新的证据，并首次检验了人口密度对居民通勤时

耗作用的条件效应，是深入理解中国建成环境与

个体通勤时耗关系的有益尝试。本文基于上海市

“80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结论的推广性还需要

更多的证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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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Given that long commuting duration is considered as a crucial problem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urban

planners and geographers explored the impacts of built environment on commuting duration in order to reduce

long commuting duration and alleviate traffic congestion. However, the findings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individual commuting duration are inconsistent. Some literature showed that population

density and individual commuting duration have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hile others found a positive correla-

tion or an in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Secondly, previous literature on individual commuting duration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conditional effects of population density. Just as Jane Jacobs remarked at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No concentration of residents, however high it may be, is‘sufficient’if diversity is

suppressed or thwarted by other insufficiencies”,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density on commuting duration may

depend on the other built environmental attributes. Furthermore, previous studies focused mainly on the cas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far less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especially China whose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is

characterized by larger population size and higher density. Based on a sample of 1 605 individuals from the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ocial Transformation Survey (FYRST)”Project in Shanghai in 2013, this study ex-

amines the impacts and conditional effects of population density at the sub-district spatial level on individual

commuting duration by using hierarchical models. Controlling individual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commut-

ing modes, and other built environmental attributes including diversity, design, accessibility to transit and dis-

tance to the job center, the random intercept model estimations show that individual commuting duration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population density at the sub-district spatial level. One possible reason is the traffic

congestion resulting from extremely high density and the job-housing imbalance. Moreover, this effect of popu-

lation density on commuting duration is conditional on the“design”, the“accessibility to metro”, the“dis-

tance to the job center”, and the“commuting mode”. Specifically, higher road network density and highway

density, shorter distance to the job center, higher metro stations density, and encouraging commuting by metro

instead of driving could diminish the duration increasing effect of population density. But the expected condi-

tional effect of“diversity”is not significant and not supported by this article. Thus, it is feasible to reduce com-

muting duration and traffic congestion by optimizing built environment and adjusting population density. First-

ly, it’s necessary to point out that the advocated concept of compact development should orient at reasonable

high density instead of over-concentration. Secondly, planne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encouraging

job-housing balance, including both quantitative and structural balance. Last but not least, it is important to ex-

pand the underground space to encourage commuting by metro and to construct the highway to shunt the traf-

fic flow for the sake of shortening commuting duration and improving traffic efficiency.

Key wordsKey words: commuting time; population density; built environment; moderating effect; multilevel model;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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